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皖01行终3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三润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科成路2号瑞苏科技园1号楼3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660092190J。
法定代表人：李世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伟文，北京市中伦德（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伟锋，江苏臻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南京路25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00MB1683202M。
法定代表人：胡宏同，局长。
委托代理人：曹维保，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川，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州三润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润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公管局”）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不服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皖0111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安徽省政采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采公司”）受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高新城管局”）委托，对合肥高新区2019-2021年绿化管养项目第5包公开进行招标，于2019年8月2日发布《招标公告》。该项目《招标文件》第一章投标供应商资格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七章投标文件格式要求投标供应商提供《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无不良信用记录声明函》，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本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且未在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处罚期限内。绿叶公司在前述项目的《投标文件》中提供了《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无不良信用记录声明函》。
9月3日案涉项目开标，经评审确定中标供应商为合肥绿叶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叶公司”）。9月6日三润公司就投诉事项向政采公司提出质疑，9月18日政采公司对质疑事项作出第一次书面回复。9月20日，政采公司对质疑事项作出书面回复。9月23日，三润公司向被告投诉，主张绿叶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记录，不符合合格投标人一般条件，应当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被告收到三润公司的投诉后予以受理，并于10月14日向政采公司、高新城管局、绿叶公司分别送达了《投诉答复通知书》。其后政采公司、高新城管局、绿叶公司针对三润公司的投诉事项向被告提交了说明、回复、汇报函。其后被告对原告的投诉事项展开了调查，调查期间，绿叶公司提交了加盖安庆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安庆城管局”）公章、落款时间为2019年9月1日的《证明》，《证明》载明安庆城管局于2018年4月4日作出宜城管（菱）罚字【2018】01号《安庆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4月4日被撤销。绿叶公司另又提交了《安庆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送达回证》及宜城管撤字（2019）7001号《安庆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载明安庆城管局于2019年10月8日以直接送达的方式将宜城管（菱）罚字【2018】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直接送达绿叶公司。处理决定书决定撤销宜城管（菱）罚字【2018】01号行政处罚决定，制作时间为2019年10月27日。
被告在调查期间，向安庆城管局发出协查函，请求该局协助核查其是否作出宜城管（菱）罚字【2018】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处罚决定书的送达时间、证明及送达回证的真实性、宜城管撤字（2019）7001号《安庆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理决定书》真实性。其后安庆城管局未作任何答复。被告在执法调查未发现有关信息公开网站发布绿叶公司被安庆城管局作出过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记录。被告公管局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合公决[2019]296号投诉处理决定，认定三润公司反映绿叶公司在案涉项目开标前被安庆城管局实施过行政处罚属实，但该行政处罚在本案调查期间已经被安庆城管局撤销。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驳回三润公司的投诉。原告为此提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书；2、判令被告限期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被告公管局作为涉案公共资源交易活动项目的监督管理机构，对合肥市行政区域内公共资源交易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包括受理公共资源交易投诉、依法查处公共资源交易中的违法行为、建立公共资源交易信用管理制度等。据此，被告公管局对涉案项目的投标是否违法有权进行调查处理。
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投标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必须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且未在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处罚期限内。绿叶公司在前述项目的《投标文件》中提供了《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无不良信用记录声明函》，对《招标文件》的要求进行承诺。三润公司投诉后，被告经调查查明虽然安庆城管局于2018年4月4日作出宜城管（菱）罚字【2018】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绿叶公司罚款一万元，但该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10月8日才向绿叶公司送达，而绿叶公司于2019年8月投标时因处罚决定书未向其送达，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并不成立，不对行政相对人绿叶公司发生法律约束力，故绿叶公司不存在投标时提供虚假材料的事实。2019年10月27日安庆城管局作出了撤销处罚决定书的处理决定，说明了绿叶公司并不存在违法行为。
被告在受理三润公司的投诉后，向相关当事人政采公司、高新城管局、绿叶公司送达了《投诉答复通知书》，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并且针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一步向安庆城管局进行了调查，进而作出案涉处理决定书并向原告送，程序正当合法。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案涉处理决定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行政行为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州三润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润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对绿叶公司罚款一万元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10月8日绿叶公司送达，而绿叶公司于2019年8月投标时因处罚决定书未向其送达，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不成立，不对行政相对人绿叶公司发生法律约束力”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分述如下。1.被上诉人举证的第二组第7项证据：绿叶公司《情况汇报函》可以证实“绿叶公司早在2018年4月4日就通过委托代理人吴勇章配合调查，接受了处罚，并缴纳了罚款”，并非没有送达。2.被上诉人举证的第二组证据第7项中，宜城管撤字（2019）700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吴勇章持有绿叶公司授权委托书，属于绿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3.被上诉人举证的第二组第4项证据中，绿叶公司给政采公司的回复中明确“我司于2019年1月安排人员前往安庆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了解和沟通”。足以证明绿叶公司在投标前已经明知重大违法行为的存在。4.一审法院在明知绿叶公司已经缴纳罚款，接受处罚的情况下，仅仅凭一张送达回证的复印件就认定送达日期为2019年10月8日，无视代理人的存在。对于“绿叶公司授权代理人并接受处罚的”重大事实一审法院并未依法予以认定，更并未向安庆城管局调查核实，就草率下判，让人无法信服。5.绿叶公司早在2019年1月投标前已经知晓重大违法行为的存在，但在2019年8月3日参与政府采购投标时并未如实申明，谋取了中标。绿叶公司隐瞒行政处罚事实，未能如实申明情况，提供虚假申明材料。有违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原则。6.2019年10月27日安庆城管局作出了撤销处罚决定书的处理决定，并未说是未送达给绿叶公司，仅仅是认为吴勇章未充分履行代理义务，未充分保证绿叶公司的陈述、申辩、听证权利，才予以撤销，并非是未及时送达。7.2019年10月27日撤销处罚决定书的行为，是因为未能给予听证权利，属于程序违法撤销，但是绿叶公司未经许可开挖路面的行为客观存在，即便事后补办手续也是存在违法行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作出涉案处理决定的行政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注：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同）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1.被上诉人在调查过程中，未得到安庆城管局任何答复的情况下，无法分辨是“因为未给予听证权利，还是因为送达晚才撤销行政处罚”。更加无法回避“绿叶公司授权吴勇章接受处罚并缴纳罚款”的事实，仅凭绿叶公司单方面提交的材料，未能调查核实情况下，就认定绿叶公司并不存违法行为，驳回了上诉人的投诉，其行政行为证据不足、程序缺失且违法，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中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绿叶公司的行政处罚时间为2018年4月4日，不仅通过代理人缴纳了罚款，而且还在2019年1月再次与安庆城管局进行交涉，不可谓不知情。本案公开招标时间为2019年8月2日，已经不具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资格。而被上诉人依然认定绿叶公司符合采购资格，驳回了上诉人的投诉，其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中的“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撤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公管局辩称：一、关于案涉项目投诉，答辩人经调查能够确定的事实有：1.未发现有关信息公开网站发布绿叶公司被安庆城管局作出过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记录；2.安庆城管局于2018年4月4日对绿叶公司作出过“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一万元整”的行政处罚；3.安庆城管局于2019年10月8日向绿叶公司送达该行政处罚决定书；4.安庆城管局于2019年10月27日撤销前述行政处罚决；故此，答辩人依据前述事实，无法认定绿叶公司在案涉项目开标前明知已经被安庆城管局作出过行政处罚，而且在答辩人执法调查期间该行政处罚被撤销，故答辩人驳回上诉人投诉依据充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二、在答辩人执法调查中，绿叶公司一直对吴勇章的授权委托时间存有异议，安庆城管局撤销行政处罚的理由也是“委托代理人吴章勇未充分履行代理义务，致使行政处罚依据的事实不全面”，最重要的是，安庆城管局盖章出具的送达回证的时间是2019年10月8日。因此，上诉人认为绿叶公司通过代理人配合调查、接受处罚并且至迟在2019年1月就对行政处罚明知，与前述客观证据存在矛盾，不能予以认定。三、答辩人作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机关，对于上诉人投诉绿叶公司不符合招标资格条件的问题，经过调查后，发现证据不足以支持上诉人的投诉请求，答辩人据此作出驳回投诉的处理决定，正确合理，相反，若按照上诉人的请求强行取消绿叶公司中标资格才是证据不足。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合公决(2019)296号投诉处理决定书，驳回上诉人的投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三润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投诉书。证明：原告于2019年9月23日针对合肥高新区2019-2021年绿化管养项目（项目编号2018FGCZ4263）招标投标活动向被告书面投诉。证据二、处理决定。证明：被告于2019年11月7日驳回了原告的投诉。证据三、安庆城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绿叶公司在案涉项目开标前被安庆城管局实施过行政处罚。证据四、绿叶公司出具给政采公司的回复函、2019年9月1日安庆城管局的两份证明。证明：绿叶公司在开标之前知晓其有重大违法行为的记录，两份证明印章不同。
公管局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合肥高新区2019-2021年绿化管养招标文件（摘录）；2、绿叶公司投标文件（摘录）；3、中标公告。证明：按涉案项目招标文件关于投标人资格的相关要求，绿叶公司参加案涉项目投标时提供了《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无不良信用记录声明函》，经评委会评审，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第二组证据：4、三润公司投诉书及附件；5、投诉答复通知书，政采公司《关于合肥高新区2019-2021年绿化管养第5包项目投诉事项的情况说明》；6、投诉答复通知书、高新城管局《关于合肥高新区2019-2021年绿化管养第5包项目投诉事项的回复》；7、投诉答复通知书、绿叶公司《情况汇报函》及附件、《关于合肥高新区2019-2021年绿化管养项目（第5包二次招标）投诉的答复函》及附件；8、公管局合公查[2019]111号《关于合肥绿叶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处罚相关事项的协查函》及送达材料。证明：执法调查期间，被告向安庆城管局发出协查函，并派执法人员前往该局，核实行政处罚情况。但该局未出具相关的证据和证明材料；结合原告和绿叶公司提供的材料，可以反映安庆城管局于2018年4月4日对绿叶公司作出过“限期改正并处罚款壹万元整”的行政处罚，于2019年10月8日送达，10月27日撤销了前述行政处罚决定。第三组证据：处理决定及送达材料。证明：被告驳回原告的投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已依法送达。
上述证据均卷移送本院。
经审查，原判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判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三润公司向被上诉人公管局投诉反映绿叶公司在案涉项目开标前被安庆城管局实施过行政处罚，经公管局调查属实，但该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10月8日才向绿叶公司送达，且该行政处罚在公管局调查期间已经被安庆城管局撤销，说明绿叶公司并不存在重大违法记录，因此，三润公司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公管局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驳回三润公司的投诉，合法有据，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苏州三润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成
审判员　应道荣
审判员　李进学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书记员　丁　丰
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